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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 要:浙江上虞作为我国瓷器的著名发祥地之一,其制瓷历史从东汉时期的小仙坛青瓷窑开

始,至北宋逐渐衰落,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,而上虞窑在制瓷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与突破是其重要的

特点。 通过梳理考古资料,从窑炉形制、装烧工艺及窑具特点的角度分析各个时期浙江上虞地区青瓷

窑场的烧造工艺特点,发现:上虞地区的龙窑结构由东汉时期短窄型发展为三国时期长宽型,由前陡

后缓发展为前缓后陡,增加了挡火墙、深窑基、排烟室等结构而逐渐完善;装烧方式由明火裸烧、叠烧

发展为匣钵装烧,后又退回了明火叠烧,窑具由三足间隔具逐渐多样化,后创造出瓷土质窑具、匣钵装

烧与复合垫圈装烧,说明了上虞青瓷由汉至唐时期装烧技术进步,但至北宋时期又衰退的过程;烧造

工艺反映了上虞地区窑业生产由商周、汉代起,至三国两晋时期达到第一个生产高峰,东晋时期低迷,

至唐、五代时期再起而达到第二个生产高峰,最后至北宋逐渐衰退至消亡的过程。 上虞青瓷的兴衰反

映了制瓷技术适应社会需求的过程,其工艺创新对后世窑业影响深远。

关键词:上虞窑;青瓷;龙窑;烧造工艺

　 　 浙江上虞的陶瓷业生产历史悠久,根据出土

资料,自商周时期上虞地区已在烧造原始瓷器,

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的工艺水平有了明显进步,

汉代逐渐形成了以青瓷为主的生产体系,出现了

大批制瓷的窑场,是越窑主要窑区之一[１]。 三

国两晋时期,上虞地区的窑场数量多达 １４０

处[２],主要烧造青瓷、黑瓷等各种纹饰丰富的产

品。 东晋以后,由于政局动荡不安,经济凋敝、丧

葬制度简化等影响,上虞窑业逐渐走向衰弱,但

工艺方面仍有明显创新,体现了上虞窑业悠久的

制瓷传统与顽强生命力。 唐中晚期,上虞越窑逐

渐复苏并转向中兴,由于匣钵等装烧技术的改

进,上虞越窑青瓷质量迅速提升,精品被誉为

“秘色瓷” [２]。 至北宋中晚期吴越国灭亡,综合

政权变换、经济、燃料与农业等多方面原因,上虞

窑迅速衰落并止烧。 如今,上虞传统制瓷区仍有

部分在进行砖瓦类陶器的生产。

１　 上虞青瓷窑业的时空分布

越窑创建于东汉,鼎盛于唐、五代,衰落于宋,

历时近千年。 它不仅烧制时间早、延续时间长、生

产规模大,且工艺精、质量高。 越窑自东汉时期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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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以来,一直居于瓷器制作技艺的顶端,引领着制

瓷技术的发展。 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

要的地位,是中国古代青瓷的杰出代表,不仅对南

方的德清窑、瓯窑、婺州窑、龙泉窑、洪州窑等窑

场,而且对北方的耀州窑、汝窑均影响深刻。 越窑

青瓷的成功烧制标志着中国从陶向瓷发展的又一

个飞跃,是我国陶瓷工艺技术发展过程中第三个

里程碑[３]１１４。 除此之外,越窑所开创的烧制和装

饰工艺体系既直接影响了浙江其他窑址的青釉瓷

及随后发展起来的龙泉窑青釉瓷,也对我国南北

方青釉瓷的生产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。

上虞窑与越窑是“源与流”的关系。 上虞窑

是越窑的技术源头与早期核心烧造区,其兴衰主

导了越窑的历史进程。 从技术的角度看,上虞小

仙坛窑址于东汉时期烧制出世界上最早的成熟

青瓷[４],标志着越窑技术的诞生,因而在“越窑”

之概念尚未形成时,上虞窑已奠定了青瓷技术的

基础。 可以说,越窑是以上虞窑为基础,逐渐发

展为区域性窑业生产体系,发展至后期方因资

源、政治、经济原因导致其生产重心转移。

上虞位于浙江省东部、绍兴市东北部,钱塘

江南岸。 东邻宁波市余姚市,南交嵊州市,西靠

柯桥区、越城区,北濒钱塘江,与海宁市、海盐县

相望。 上虞总体地形为南高北低,北部为冲积平

原,南部山峦起伏,溪流环带,湖泊遍布。 曹娥江

纵贯县境,向北注入杭州湾。 上虞古代制瓷业十

分发达,大大小小的窑址遍布上虞,主要分布在

曹娥江两岸的低山缓坡。 从行政区域看,曹娥江

以东的梁湖和曹娥江以西的上浦两镇窑址最为

密集。 上虞越窑历代窑址分布情况见图 １[５]７。

图 １　 上虞窑历代窑址分布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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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　 上虞青瓷的考古发掘情况

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上虞地区的窑址进行

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,为深入研究越窑

青瓷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 １９７２ 年至 １９７７

年,上虞县文化馆先后发现东汉窑址多处,分布

于凤凰山、帐子山、小仙坛、龙池庙后山、大陆岙、

畚箕岙、倒转岗等处。 ２０ 世纪 ７０ 至 ８０ 年代,为

配合硅酸盐协会«中国陶瓷史»的编写,浙江省

博物馆对上虞县窑址进行复查,进一步发掘了鞍

山、帐子山等地窑址[６],并由此确定了小仙坛在

东汉成熟瓷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。 １９８２ 年至

１９８４ 年,上虞县文化馆对上虞县进行第一次文

物全面普查,共发现窑址 ３４８ 处,大部分分布于

现在的上浦镇[７]。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,上虞市

(原属县级市)文物管理所对全市进行第二次文

物普查,登记形成档案资料 ２８１ 份,其中古窑址

１３０ 处[７]。

２１ 世纪,浙江省重新启动了对上虞的全面

系统的考古工作,完成了对上虞的调查及重点窑

址的发掘工作。 主要的发掘项目有四个,分别

是:２００４ 年大园坪汉代窑址、２００６ 年尼姑婆山东

吴窑址、２０１４ 年东汉至西晋时期禁山窑址、２０１５

年凤凰山东吴时期窑址。

３　 上虞青瓷的烧造工艺研究

早在商周时期,上虞地区就有发达的窑业生

产。 １９８４ 年在上虞西官镇就发掘清理了 ６ 座商

周时期的印纹陶窑址。 其中的 Ｙ２ 已经初步具

备龙窑的形态,主要结构为火膛及窑床,并未见

排烟室;平面呈长条形,尾部宽于前部,窑底倾斜

１６°;窑全长 ５.１ 米、最宽处 １.２２ 米;窑床底部绝

大部分铺有一层砂砾,厚度 ５ ~ １０ 厘米不等[８]。

到秦汉之际,窑业烧造水平进一步提高,这一时

期往往是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共窑烧造,可被称为

是成熟青瓷诞生的前夜。

３.１　 东汉时期

１９７３ 年朱伯谦等在上虞全县进行窑址普查

时发现了小仙坛东汉青瓷窑址,即认为该窑址是

汉代诸窑之冠[５]１９。 １９７８ 年将该处瓷片标本送

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,结果表明

其瓷片质量达到甚至超过现代瓷一般标准,小仙

坛窑址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青瓷

窑址,其年代根据出土典型器物被判定为东汉晚

期[３]１１６。 与小仙坛窑址时间相近且同样烧制成

熟青瓷的窑址现已发掘并发现窑炉的有 ３ 处,分

别为 １９７７ 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、上虞县文

化馆在上虞上浦镇夏家埠村发掘的帐子山窑址

和 ２００４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上虞市文物

部门联合发掘的大园坪窑址,以及 ２０１４ 年浙江

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上虞市文物部门在上虞上

浦镇小坞村的禁山窑址 Ｙ１。

帐子山窑址揭露了两条窑炉。 一号窑的前

半部分被破坏,不见火膛,窑床的残长部分为

２.９８米,底宽 １.９７ ~ ２.０８ 米,窑底的倾斜度为前

段 ２８°、后段 ２１°,两段交界处有明显的突起折棱

一道;窑底用黏土抹成,底面铺砂两层,窑具插置

砂层之上,部位相对稳固;窑墙残高 ３２ ~ ４２ 厘

米,也用黏土做成;烧结面上所凝结的窑汗丰厚,

尤以前段为甚,越往后则窑汗越薄;在近后墙的

烟火道附近出土的几件碗、盏标本,胎色淡红,质

地疏松,极易破碎,说明窑尾部位温度较低,不足

以使还件烧成瓷器;窑顶原为黏土块砌筑的弧形

拱顶,已全部塌入窑底,估计拱顶至窑底的垂直

高度在 １.１０ 米左右;窑室后部有墙一堵,墙的下

部筑有烟火道;墙后的排烟坑与窑室等宽,长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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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０~７０ 厘米,平面作横向长方形[９]１３１。 二号窑紧

依一号窑之西侧,相距仅 ０.７０ 米。 窑床结构与

一号窑相同,不同之处仅在于它的前段坡度为

３１°,后段为 １４°,两段交界处的折腰现象更为明

显;烟火道的构筑不如一号窑的规则整齐,发现

中间的两个烟火道用砖坯和黏土堵小,以此调节

窑内的火焰流速[９]１３１。

熊海堂认为:当时的窑炉尚未解决投柴孔的

设置问题,由于窑身过长,燃烧室的火焰难以到达

窑尾;窑身倾斜度设计也不合理,为前陡后缓,以

Ｙ１ 为例,前半段 ２８°比较陡峭,抽力较大,火焰旺

而升温快,后半部分为 ２１°,角度较前半段缓和,火

焰减弱,窑炉前后温差较大,易造成窑尾器物的生

烧[１０]。 徐军等则认为,帐子山两座窑炉残存部分

实际为龙窑后段,根据与白羊垅窑址后段结构的

对比,认为帐子山的两个窑炉其实是残余了后段

部分,窑床实际角度可能并非前陡后缓[１１]。 帐子

山两窑的器物均为明火裸烧,底部均遗留着部分

窑具和瓷器残件。 一号窑的支烧具为斜底直筒

状,此外还有作为叠烧器物间隔用的三足间隔具;

二号窑的支烧具为束腰斜底喇叭状,体型较大,其

中有的高达 ３３.５ 厘米,托面直径 ２０.５ 厘米,底径

２２ 厘米,且都采用瓷土制作;两窑出土的遗物均

包括青釉瓷和黑釉瓷两种制品,一号窑以烧碗、盏

类小件器物为主,青瓷多而黑瓷少;二号窑则以

罍、瓿、罐、壶等大件器物多见,青瓷少而黑瓷

多[９]。 表明两窑具有某种分工性质,是东汉晚期

成熟瓷器生产的重要参考。

大园坪遗址共揭露了两条龙窑,其中一条窑

床长 ４.３ 米,宽 １.２４ 米。 另一条残长 ６.３６ 米,宽

１.８ 米,窑头和窑尾部分均遭墓葬破坏,火膛较

大,残长 １.４６ 米,火膛后壁高 ０.６６ 米,窑底、窑壁

以黏土抹成,具有良好的烧结面,从火膛、窑腔等

部分考察,其火膛较大,未有投柴孔痕迹,由此推

断其火力主要由火膛燃烧提供[１２]。 窑具主要为

束腰喇叭型支烧具,推测以明火裸烧为主。 其

中,两件碗的内底各钤有一枚“谢胜私印”字样

的方形篆书章,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瓷器印

章款[１３]。 从现有资料来看,大园坪窑址与帐子

山窑址的窑具基本一致,且出土瓷器皆具备成熟

瓷器的物理特征,是对东汉晚期成熟瓷器生产情

况参考的重要佐证。

禁山窑址是一处东汉至西晋的 ３ 条龙窑组

成的窑场遗址,这 ３ 条龙窑的生产时间分别是东

汉、三国、西晋时期,并且在地层上建立起东汉—

三国—西晋的窑业发展轨迹,为认识青瓷在东汉

晚期起源后向三国西晋时期发展的重大转折过

程提供了考古学上可靠的依据。 禁山窑址的 Ｙ１

为明火裸烧,出土窑具主要是大型喇叭形支烧具

和三足间隔具,根据发掘资料 Ｙ１ 判定为东汉晚

期窑炉遗迹。 Ｙ１ 长 １３.６ 米、宽约 ２.２ 米,前端为

近长方形的大火膛,低于窑床 ５０ 厘米,底与四壁

均有黑色的坚硬烧结面;斜坡状窑床坡度整体较

陡,近 ２０°,底部铺砂;窑尾是长方形排烟室,高

于窑床 ２５ 厘米,后底部有 ６ 个排烟孔[１４]。 相较

于帐子山一号窑,同用黏土柱分隔出烟火道,但

禁山 Ｙ１ 在原本斜面平缓过渡的排烟孔前增加

了一道黏土堆砌的墙,与此类似的结构可见于三

国鞍山窑炉的“挡火墙”,使排烟孔抬高 ２５ 厘米

形成长方形排烟室,烟火道和窑床分离,进一步

完善了窑炉结构。

从以上资料可见,上虞东汉晚期的窑业已是

极为繁荣了,窑炉结构已经基本成型,燃烧室、烧

成室、排烟室的基本结构已经出现。 该时期的窑

炉特点是由一个较大的火膛作为独立的燃烧室

给 １０ 米左右的烧成室提供热量,窑床宽度在 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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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左右,属于具有窄长特征的龙窑,窑尾有较为

完备的排烟结构,排烟道和排烟坑均已出现。 窑

具的使用主要是以筒形支烧具和三足间隔具为

主。 特别是三足间隔具的使用,这种窑具使用时

三足向下,托面向上,由于其自重量小,可以将多

件小件器物叠放,使烧瓷产量提高,但该间隔具

的支撑点小而尖,重量往往会集中于三个足上,

常见足尖陷入坯件在烧成瓷器上留下痕迹。 根

据这两种窑具衍生有两种装窑方式:一种是以单

件器物置于支具上明火裸烧为主,代表窑址为大

园坪窑址;另一种是使用三足间隔具隔开碗、盏

类的小型器具进行明火叠烧,代表窑址为帐子山

窑址和禁山窑址。

３.２　 三国西晋时期

三国西晋时期是越窑瓷器发展的第一个巅

峰期[１５],由于东吴政权的稳定统治和民间厚葬

之风盛行,对瓷器的需求量大大上升,各类青瓷

器物造型种类丰富,纹样装饰多样,时代特征鲜

明,工艺水平高超。 现有考古发掘揭露出三国至

西晋窑炉的共有 ４ 处,分别是 １９７７ 年浙江省文

物考古研究所在上虞上浦镇夏家埠村发掘的鞍

山窑址、２００６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虞

上浦镇尼姑婆山发掘的尼姑婆山窑址、上文提及

的 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上虞市文物

部门在上虞上浦镇小坞村的禁山窑址发掘的

Ｙ２、Ｙ３ 和 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虞

市上浦镇大善小坞村发掘的凤凰山窑址。 其中

凤凰山窑址发掘简报暂未发表,故不赘述。

鞍山窑址是上虞地区第一座被发掘的三国

时期窑址,发现于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场相对的鞍

山上。 鞍山窑址发掘揭露龙窑一条,保存完整,

全长 １３.３２ 米、宽 ２.１ ~ ２.４ 米,由火膛、窑床和烟

道三部分组成;火膛呈半圆形,约比窑床低 ０.４

米,与窑床等宽,火膛与窑床之间设有一道黏土

砌成的墙,朝向火膛的墙面有一层薄薄的窑汗;

窑床长 １０.２９ 米,宽 ２.１ ~ ２.４ 米,前宽后窄,前低

后高,倾斜度前段为 １３°,后段为 ２３°,底面铺砂

层,窑壁由黏土筑成[９]１５２。 在窑床和烟道之间有

一堵高 １０ 厘米的黏土矮墙,墙面烧结坚硬,筑此

墙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减少窑内的抽力,使火焰流

速减缓,所以称它为“挡火墙”;在“挡火墙”后,

有一排前后略有参差的 ５ 个由黏土堆成的柱子,

高 １５ 厘米,柱面上均有窑汗,说明柱上无墙,柱

间有 ６ 个排烟孔,柱后有黏土堆,可能是烧窑时

为调节窑内温度而临时加堵的[１６]。 在该龙窑内

保存着大量装坯件的垫底窑具,也就是前文提到

的支烧具,主要集中于窑床中段,后段较为零散。

窑具可分为支烧具及间隔具,支烧具有直筒形、

圆筒形两种;间隔具仅有三足间隔具一种,和东

汉晚期的部分窑址相比变化不大。 烧成器物以

碗、碟居多,也可见罐、壶、罍等。

尼姑婆山窑址是上虞地区第二座被发掘的

三国时期的窑址,为斜坡式平焰龙窑,由火膛

(窑头)、窑室、窑尾三部分组成,结构完整。 该

窑炉全长约 １３.４ 米,窑宽约 ２.２ 米[１７]。 与上文

提及的鞍山窑址在大小上相近,窑身整体系在自

然山坡上掘一浅槽,然后紧贴基槽以土坯砖砌

成,土坯砖质地疏松,与此前用粘土砌成的龙窑

差别甚微。 火膛平面呈长方形,宽 ２.２ 米,窑头

至火膛后壁进深 １.７ 米,火膛后壁高 ０.５ 米;窑

室长 １０.２、宽 ２.２ 米,窑壁残高 １５ ~ ３４ 厘米不

等,窑壁向火一侧有连续的烧结面,后段烧结面

稍薄,推测窑室侧面未设窑门;窑室前段坡度约

为 １２°,后段坡度稍陡约 ２２°,窑室后壁即挡火

墙,墙高约 ２０ 厘米,以土坯砖砌成;窑尾的排烟

室为横向长方形的浅坑,紧邻挡火墙之后,与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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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等宽[１７]。 从窑炉结构来看和东汉时期窑炉结

构基本一致,主要的变化发生在窑具上,窑具仍

分支具和间隔具,但种类较东汉时期更为丰富。

支具形式多样,可见有盂形、钵形、筒形、浅盘形、

束腰形等,有不同的大小高矮之分,部分支具底

部呈锯齿状,来增加与窑底砂层的附着力,不同

种类支具根据窑内位置有不同组合,通常置于窑

室后段的支具较高。 而在间隔具的使用上,除了

三足间隔具的继续沿用外,还新出现了一种锯齿

盂形间隔具,主要用于碗、樽、洗等器物的叠烧,

部分间隔具的内顶或顶面有刻划或模印字迹。

尼姑婆山窑址是三国时期越窑工艺的典型代表,

各类器物修坯精致,装饰方法复杂多样,尤其是

模制贴塑、捏塑、压印、刻划的大量运用,生产出

的大量产品极具艺术性,这正是越窑瓷器生产第

一个巅峰最好的体现。

禁山窑址 Ｙ２ 根据发掘资料被判定为三国时

期,相比于禁山窑址 Ｙ１,在结构上由通体陡斜 ２０°

左右演变成前缓后陡的结构,这种结构可以克服

因通体陡斜而使窑炉抽力过大,燃料过快燃烧的

缺点,使燃烧更加充分,不仅可以节约燃料,也更

容易控制火焰温度。 该窑炉主体是构建于地下的

半地穴式龙窑,火膛前端正中有长方形的窑门,利

用长方形砖坯进行封门,烧成后再拆除,可多次重

复使用,两侧窑壁均未发现开窑门的现象,推测装

窑和出窑工作主要通过窑头进行;窑床上未见火

烧或窑汗痕迹,亦未见有投柴孔或火孔塞之类的

窑具,推测仍旧靠窑前单一火膛提供烧成所需温

度;窑床上可见相当数量的长方形砖坯,单面烧结

严重,推测窑炉上半部分或顶部使用长方形土坯

砖起拱;窑底铺垫一层较厚沙层,砂粒较细;窑基

均低于地面,深 ８０ 厘米,是目前已发掘的汉代至

六朝时期窑炉最深的一条,也是保存结构较为完

整的一条,对于龙窑早期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重

要意义[１８]。 Ｙ２ 使用的窑具除见于东汉晚期的大

型支烧具与三足间隔具外,亦出现少量的锯齿型

间隔具,装烧方式以明火叠烧为主。

禁山窑址的 Ｙ３ 根据发掘资料被判定为西

晋时期,相较于 Ｙ２ 最大的变化在于其窑炉长度

的加长以及装烧工艺的改进。 Ｙ３ 窑尾被破坏,

火膛和窑床大部均被保存,从残余部分看 Ｙ３ 的

长度较 Ｙ２ 明显加长,装烧量更大。 装烧工艺较

Ｙ２ 的改进体现在窑具种类的丰富以及窑具成品

的精制。 窑具可分为支烧具和间隔具,支烧具除

大型喇叭形支烧具外呈现高矮、大小不一的形

态,分布于窑床上,除一般陶瓷支烧具外亦发现

大量瓷质支烧具。 支烧具顶部的承托的形态也

不再限于盂形,而是根据烧制器物不同的大小形

状进行设置,出现了专门为扁壶类器物设计的椭

圆形承托具[１８]。 间隔具出现了圆环形锯齿间隔

具,减轻了间隔具自身的重量,提高了可叠烧的

器物量,装烧方式仍为明火叠烧为主。

帐子山窑址还有一座西晋时期的龙窑,位于

东汉两条龙窑的附近,该龙窑仅存窑床及窑尾部

分,残长 ３.２７ 米,宽 ２.４ 米,其中窑床残长 ２.０５

米,窑床后段斜度为 １０°,与现代龙窑相近,窑底

砂层上放置的窑具排列有序[１６]。 窑尾部分不见

烟火道以及“挡火墙”,只可见窑尾部分与窑室

等宽的排烟坑,与上文所述其余三国西晋时期的

窑尾结构有较大差异。

从以上资料可见,三国西晋时期上虞越窑继

承东汉晚期的初创阶段进一步发展壮大,窑炉结

构不断合理完善,如通过对窑床的延长增加装烧

量、加筑“挡火墙”调节窑内火焰流速、在窑具上

进行了更多的创新等,不仅丰富了支烧具、间隔

具的种类,还出现了可以对应特殊器物使用的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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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,体现了窑业生产的细化。 支烧具出现圆筒形

支烧具,这种支烧具器身作圆筒形,中间空,上下

两端有内折的环形平唇,通常与盂形垫具连用;

间隔具出现锯齿盂形间隔具,这种间隔具虽然体

积较三足间隔具较大,但其较多的接触点可以避

免或减少三足间隔具的三足深陷于叠置的器物

内,是装烧工艺的一大进步。 除此之外,还出现

了使用瓷土制作的窑具,窑具的精细制作,是当

时工艺水平提高的重要佐证。 窑炉的改进和窑

工装烧工艺水平的提升,为三国西晋时期各类器

物的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,使上虞地区窑业生

产水平达到了越窑瓷器生产的第一个巅峰。

３.３　 东晋南朝时期

东晋南朝时期是上虞地区越窑青瓷烧造的

一个较为低迷的时期,由于当时政局动荡,战争

不断,经济生产遭受严重破坏,上虞窑业遭到了

较大的影响,主要体现在窑业生产规模的缩小。

但根据发掘出土的对应时代的青瓷产品,其在质

量上却仍然不输三国西晋时期的产品,并且运用

了前一个阶段少见的刻划手法进行装饰。 该时

期未有已发掘的窑址,只能从考古调查资料中对

该时期的窑业生产管中窥豹。

至今为止,上虞地区发现的东晋窑址有 ５

处,分别为晾网山窑址、鲤鱼山窑址、羊岙山窑

址、顶拱岙窑址和龙山窑址。 南朝窑址有 ７ 处,

分别为后头山窑址、窑山窑址、长池湾窑址、南山

头窑址、姥山窑址、帐子山窑址和华岗窑址。 调

查资料显示,东晋窑址的具体情况不明,主要的

调查资料以南朝为主[５]９５。 在以上 ７ 处南朝窑址

中,窑山窑址调查发现齿口支烧具和喇叭形支烧

具;帐子山窑址可见锯齿盂形间隔具;姥山窑址

可见直筒形支烧具、锯齿盂形间隔具、锯齿环形

间隔具三种,大小不一,数量较多。

由以上资料可见,东晋南朝时期的窑炉形态

不明,所用窑具与三国西晋时期相差不大,窑业

发展主要体现在装饰技法和装饰题材的创新,如

刻划莲瓣纹、模印佛像装饰等。 总体而言,关于

东晋南朝时期的越窑窑业生产的资料相对较少,

需要更多的发掘或调查资料进行补充。

３.４　 唐至五代时期

唐至五代时期,东晋以来一直处于低迷阶段

的上虞窑业开始逐渐恢复生产,到唐朝中后期,

随着经济的发展,社会饮茶风气的形成,瓷器需

求量大大增加,上虞越窑的窑业生产开始得到快

速发展,窑场数量增加,生产规模扩大,器物种类

日益增多,达到了上虞越窑瓷器生产的鼎盛

时期[１９]。

虽然唐代时期上虞越窑窑业得到恢复和发

展,但至今为止仍未有发掘揭露的窑炉,只能从发

掘资料中一窥当时的窑业生产的发展水平。 现有

的唐代窑址主要集中在龙浦乡、窑山、黄蛇山周

围。 龙浦窑址始烧于早中唐,终烧于晚唐[２０]。 窑

具主要为窑床垫座和间隔具两种:窑床垫座平顶,

厚壁,底部外撇,质地坚硬,粗糙,底部粘有附着沙

粒,使用时插入窑床底部砂层;间隔具扁平形,平

顶,下腹内收。 二者均用耐火材料制成[２０]。 从调

查资料可见,龙浦窑址未见匣钵,所烧产品的器

内、外底均留有明显的 ６~１２ 个泥点痕迹,装烧工

艺为泥点间隔叠装,明火裸烧[２０]。 窑山窑址和黄

蛇山窑址均始烧于初唐,窑山窑址终烧于晚唐,黄

蛇山窑址延烧至五代。 窑山窑址的窑具有窑床垫

具和间隔具两种:窑床垫呈长筒形,平顶,束腰,足

略撇,壁厚重,中部有两小孔;间隔具为覆钵形,顶

部广平,腹壁斜直,腰微束,中部有两孔[２１]。 黄蛇

山窑址除了与窑山窑址相同的两种窑具外还有一

种环形圆垫环[２１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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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处五代时期吴越国所置官窑[２２]。 根据考古

调查,在上虞市上浦镇甲仗村窑寺前村发现了五

代至宋代的窑址群[２３]。 根据发掘资料,窑寺前窑

址的瓷器烧造已经有匣钵的使用了,以钵形和筒

形为主,少见 Ｍ 形匣钵,制成匣钵的原料为与瓷

器基本相同的瓷土,并且在匣钵接口处涂釉封口,

待器物烧成之后打破匣钵取出,不能重复使用。

涂釉封口的匣钵隔绝了匣钵内部气体与窑内气体

的交换,在匣钵内形成了独立的还原气氛,避免了

二次氧化。 体现了作为官窑的窑寺前窑址生产的

特殊性质,主要烧成方式为匣钵装烧。

由以上资料可见,上虞的越窑青瓷生产在唐

代开始逐渐恢复,到五代时期由于为官府烧造

“贡窑”的客观条件,使得上虞越窑青瓷生产水

平达到了鼎盛时期,特别是五代至宋代的窑寺前

窑址,在官府的督办下,在器物的质量、造型、装

饰艺术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。

３.５　 北宋时期

宋代的上虞越窑青瓷生产继承了五代时期

的窑业技术。 但好景不长,到北宋中期时,上虞

越窑生产开始衰败,并从此一蹶不振。 到南宋初

期前后由于多种原因被迫关闭停烧,结束了从东

汉晚期开始的一千余年的制瓷历史。

北宋早期的装烧工艺变化主要体现在窑具和

支具上有较大变化,从调查资料来看,主要体现在

Ｍ 形匣钵的大量使用[２４]。 垫圈一般支撑于器物

的外底圈足内,使器物的重量承在器物的底部,受

力面积增大,避免器物因过大压力变形。 Ｍ 形匣

钵的结构相较于五代时期使用的钵形和筒形匣钵

更为低矮,可以在相同的窑内空间内叠放更多的

器物,为了避免焙烧过程中的落灰,许多 Ｍ 形匣

钵的外底还细刷了一层稀薄的淡青色釉。

北宋中期在装烧工艺上仍以 Ｍ 形匣钵为

主,还有少量筒形、钵形匣钵。 垫具有垫圈、复合

形垫具等,由于器物的圈足变高,垫圈也变高,同

时变得较细长。 在装烧工艺上,这一期除了使用

匣钵单件装烧外,还开始出现碗、盘等器物的明

火叠烧[２４]。 从装烧工艺来看,部分窑址放弃了

匣钵装烧,改回了更早期的明火叠烧,是该时期

上虞窑业衰退的佐证之一。

北宋晚期的装烧工艺主要以明火叠烧为主,

只有少数器物采用匣钵装烧,且主要使用钵形匣

钵,但支烧具和垫具的种类有所增加,垫具大部

分为垫圈,且高度更高,出现了喇叭形垫具、束腰

形高垫圈,另外还有覆盂形、钵形垫具,筒形和僧

帽形支具等[２４]。

综上,北宋时期的上虞越窑窑业,在北宋中

期就开始衰退为使用明火叠烧的装烧工艺,在北

宋晚期时彻底以明火叠烧为主,上虞越窑青瓷生

产在此由盛转衰,直到南宋时期彻底停烧。

４　 结束语

上虞作为越窑青瓷的核心产区,其烧造工艺

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发展脉络。

从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诞生到北宋的衰落,上虞

青瓷的烧造工艺经历了多次变革,形成了独具特

色的技术体系。

１)上虞地区的龙窑结构由东汉时期发展至

三国两晋时期逐渐成熟,窑身由短窄加长、增宽,

增加了窑炉的装烧量,坡度由前陡后缓发展为前

缓后陡,增加了挡火墙、挖筑深窑基等结构,并采

取排烟孔用砖、泥封堵等措施,优化了火焰流速

与温度分布,提升了陶瓷产品质量。

２)上虞青瓷窑场的装烧方式由东汉时期的

明火裸烧、支烧具与三足间隔具并用,发展至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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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两晋时期支烧具多样化、间隔具升级,同时出

现专用窑具。 唐、五代时期匣钵装烧技术得到普

通,并创新性地采用瓷质匣钵封釉技术,由此烧

出代表越窑最高水平的“秘色”青瓷。 然而至宋

代,复又退回了明火叠烧的装烧方式。 说明了上

虞青瓷由汉至唐时期装烧技术进步,但至北宋时

期复又衰退的过程。

３)上虞青瓷的烧造工艺反映了上虞地区窑

业技术由商周、汉代逐渐兴起,至三国两晋时期

达到第一个生产高峰,东晋时期低迷,至唐、五代

时期再起而达到第二个生产高峰,实现了由民间

窑场到贡瓷窑场生产体系的转变,最后至北宋逐

渐衰退至消亡的发展脉络,体现了社会、经济与

文化因素对窑业生产的深刻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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